
学习与探索　　　　　　　　　　　　　　 1996年第 6期　　　　　　　　　　　　总第 107期

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

张　广　智

自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时代转变与回旋的速度之快的确令人目迷五色 ,应接不暇。在这种

社会转型与文化演变的时代 ,历史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由于这种古老学科与现当代各

种新兴学科的“交叉”与“嫁接” ,产生并繁衍了许多史学新品种与新门类。“影视史学”就是当代

史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新生儿。

1
　　提出“影视史学”这一概念 ,是晚近以来的事。 1988年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

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称:所谓“影视史学” ,是指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

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 ;而“书写史学”则是指以书写的论述所传达的历史。①在这里 ,

怀特教授杜撰了一个新名词: “影视史学” ( Histo riopho ty )。此后 ,结合讨论《谁杀了肯尼迪》

( JFK)和《返乡第二春》 ( The Return o f Martin Guerre)这二部影片 ,在颇为严肃的美国史学权

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上 ,发表了不少文章 ,争论遂起。不管怎样 ,影视史学的问题终由附庸而

蔚成大气 ,及至跨进了历史学的殿堂。

这种讨论也在美国之外激起了回音。在台湾学术界 ,中兴大学周梁楷教授首先对此作出了

反应 ,他写的论文《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肯尼迪〉和〈返乡第二春〉为讨论对象》于

1992年发表 ,从史学理论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西方史学嬗变的学科视界 ,对影视史学的若干

方面作出了很生动而又透彻的解析。②翌年 ,他又撰《辛德勒选民: 评史匹柏的影视叙述和历史

观点》。 他认为 ,在影片《辛德勒名单》 ( Schindlers’ List )中 ,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 (史匹柏 ,

Stev en Spie Lberg )执意用黑白影片 (只有在片头和片尾各有一小节彩片 ) ,传达出一段往事 ,

亦即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残酷杀害犹太人的一段历史的真相 ,其影像视觉的效

果可能远超过任何书写的历史。③

在大陆史学界 ,尽管《美国历史评论》之类刊物并不难觅 ,尽管像《谁杀了肯尼迪》和《辛德

勒名单》等类影片也可见到 ,但对影视史学却鲜有反应。这是毫不足怪的 ,因为它是一个新概

念 ,一个不见于传统史学世袭领地的新概念 ,一个反映现当代西方史学乃至国际史学变革的新

概念。

在这里 ,笔者想以 1995年秋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两部参展的国产影片 ,即《红樱

桃》 ( Red Cherries)和《人约黄昏》 ( Evening Liaison)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 ,并以此作为切入点 ,

来讨论影视史学 ,陈述若干我的肤浅的认识。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 ,本文讨论的是历史剧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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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 rical Drama Film )与史学之间的关系。 《红樱桃》和《人约黄昏》所反映的不是当代正在

发生的现实生活 ,而是与历史有关 ,可以称之为历史剧情片 ,前者所要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一段往事 ,后者所要表现的是 30年代的上海。但是 ,这两部影片的制作者各以自己的视

角与理解 ,通过影视语言 ,演绎与传达出一种新的文化意念与历史意识 ,足以令人回味 ,并使观

众陷入了深深的历史思考之中。

《红樱桃》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则催人泪下的故事: 1940年 ,有一批中共后

代被送往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 ,本片女主角楚楚和罗小蛮也在其中。苏德战争突然爆

发了 ,战争破坏了孩子们的平静生活 ,战争也夺去了许许多多亲人的生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

中 ,他们历尽痛苦与磨难 ,楚楚更不幸落入德寇魔爪 ,她从绝食反抗到被迫纹身 ,这个中国女孩

经受了种种难以忍受的悲哀与屈辱。在逆境中 ,楚楚、罗小蛮等中国少年 ,与苏联人民同仇敌

忾 ,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 ,以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父辈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与人格

力量。 当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 ,楚楚却无法因胜利而弥合她心灵上的伤痕 ,影片结尾留下了

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影片的字幕最后告诉我们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女主角的原型于 50年

代归国 ,直至 1990年才病逝。

影片《红樱桃》以其视觉具象的魅力 ,既展示战争对人类肉体的消殁 ,如: 德军追逐一个未

成年孩子张卡尔 ,把他逼进一个土坑 ,敌人举枪对他扫射 ,画面上看到的是这可怜孩子的颤抖

的身子与恐惧的双眼 ,交替重叠 ,令人窒息的恐惧感犹如狂风席卷着张卡尔 ,也席卷着每个观

众的心灵 ;又如:当德军头目戏侮学生、遭到女教师制止后 ,便猝不及防地拔枪射杀她 ,只见画

面上是脑浆迸溅、双目圆睁的令人惊怖的镜头。 但影片更以视觉具象 ,在揭示战争对人类肉体

摧残的同时 ,让观众进一步去感受战争对人类所造成的难以洗劫的精神创伤: 当楚楚逃过枪

杀、免除肉体毁灭的灾难之后 ,而法西斯头目冯·迪特里希将军却要在她身上纹上纳粹标志 ,

楚楚再次跌入了苦难的深渊 ,一种比肉体毁灭更难以忍受的精神虐杀的深渊。当那只黑得刺目

的凶恶的苍鹰和腥红的纳粹标志深深地烙在这位中国女孩身上的时候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

神创伤也深深地烙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上。这与大导演史匹柏执导的《辛德勒名单》中 ,毒杀犹太

人的场景 ,是各有千秋的。对此 ,日本电影剧作家协会会长铃木尚之评论道 ,影片中的纹身镜头

在神圣刺激中体现出残酷 ,少女背部的图案与画面色彩 ,交融出了无限的张力。正如该片导演

叶大鹰所说: “所有这些场景 ,都是用书写语言和文字难以取代的。影片《红樱桃》主要不是从正

面表现战争的场景 ,表现战争的残忍与对人类的摧残 ,而是侧重通过多组画面与图像交错 ,有

声有色地昭示了战争中人的心灵感受和战争对人的心灵摧残 ,它所留给观众的历史思考 ,在某

些方面 ,确要胜过一些陈述二战与揭露纳粹暴行的书写史学的历史作品。这正是《红樱桃》的成

功之处 ,也是它的胜人一筹之处。

《人约黄昏》与《红樱桃》的故事其背景不同 ,它所要描述的是一则凄迷的人“鬼”相恋的奇

情故事: 30年代的上海 ,某一个深秋之夜 ,一名记者在一家烟铺 ,与一位神秘的黑衣女子邂逅

相遇 ,这名男子对她一见倾心 ,而那女子冷艳幻异 ,行踪无定 ,扑朔迷离 ,且自称是“鬼”。记者为

情所迷 ,追逐不舍。在对女子身份及身世的猜测和追寻过程中 ,记者不经意地触及了这位神秘

的黑衣女子一些鲜为人知与触目惊心的往事。 原来此女子乃是当时上海某一无政府主义组织

的成员 ,暗杀之风盛行于该组织内部 ,于是演绎出一段情仇交织的故事。 那女子最后带着对人

世尘缘的悔悟 ,倏然消逝 ,永远离开了与她相爱的记者。而他仍痴心不改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黄

昏 ,再次来到了那爿烟店 ,以期盼重现最初的奇遇。

电影《人约黄昏》的制作者借助一则人“鬼”相恋的故事 ,意在展示风云激荡下的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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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幕 ,力图“重现” 30年代的上海:有着上一世纪欧美风格的大厦鳞次栉比 ,“弹街路” ,叮叮

当当的有轨电车行驶在闹市区 ,黄包车上坐着穿西装的先生与穿旗袍的小姐 ,老式的石库门房

子 ,煤球炉中那浓烈的烟味从弄堂里飘来 ,沪语方言与沪上小吃 , era牌香烟……时光倒转 ,一

切恍然如在梦中 ,似乎重又回到了当年。影片导演陈逸飞是个画家 ,他尤其注重环境氛围的营

建与图像画面的造型 ,着意描述一个发生在 30年代上海的故事 ,从而让观众生发出诸多游离

于《人约黄昏》故事之外的思考。 遥看 30年代的上海 ,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人们不禁要问:饱经

西方文明的冲击与苦难屈辱 ,它做出了多大的反应?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 ,所发生社会转

型时期的文化离异与回归 ,是对往昔生活的无情抛弃? 还是对域外文明的全盘吸收?面对这个

东方大都会文明的畸形繁荣 ,在古老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它又怎样被历史推上了前沿 ,成为

当时首屈一指的东方大邑? 如此等等 ,难以尽说 ,聊复尔耳。

从这两部影片的个案分析中 ,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影视史学的特征及其相对于书写史学

的优越性:其一 ,影视史学比书写史学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 ,具有某种“摄人心魄”的震撼力。正

如怀特在 1988年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就指出的那样 ,“电影 (或电视 )的确比书写的论述更能呈

现某些历史现象 ,例如:风光景致、周遭气氛以及繁杂多变的冲突、战争、群众、情绪等等。”这里

的“更能”是因为影视史学藉助于现代影像与音响技术 ,因而比书写史学显得更生动、更形象、

更清晰 ,因而也就更具感染力与震撼力 ,因而也就有难以忘怀的魅力。

其二 ,一部优秀影片或经典之作 ,往往拥有比书写史学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影片《人约黄

昏》在上海公开放映的那几天 ,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去“人约黄昏”了 ,且看:有人喜欢片中那浪

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有人想回到孩提时代 ,到旧上海去寻梦 ;有人欣赏它那精美的

画面与高雅的艺术品位 ;有人从表面的复仇故事中寻求一种处世真谛与人生哲理……不管怎

么说 ,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红樱桃》更是如此 ,它以独特的视角 ,以最动人的方式和表现手

法 ,对观众的心灵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震撼力 ,女主角的出色表演 ,以及影片中所展示的俄罗斯

美丽的风光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打破了“叫好不叫座 ,叫座不叫好”的尴尬局面 ,而

是真正做到了专家叫好于前 ,观众也叫座于后。

由此可见 ,一部为广大观众所称道的影片 ,它的受众者可与一部畅销的流行小说相媲美 ,

而影视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 ,一旦这种小说被摄成影片 ,更是如虎添翼 ,在坊间广布 ,如据玛格

丽特· 米切尔 ( Marg aret Mi tchel l)的小说原作《飘》 ( Gone wi th the Wind)改编而成的电影《乱

世佳人》 ,成了 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片 ,历映不衰 ,传布于全世界 ,至今仍吸引着千万个“佳人

迷”。一旦当流行小说与影视互相联姻的时候 ,它的受众面之广不可估量 ,在这方面 ,书写史学

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最后 ,因为有如上两点 ,故影视史学的影响要远胜于书写史学 ,《红樱桃》与《人约黄昏》所

引起的广阔的社会层面上的热烈反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潜在的 ,既

是表层的又是深层的 ,既是现实的又是长久的。我想 ,凡是看过这两部影片的人 ,也都会有这样

的感受的。

2
　　影视史学这一新概念 ,从它的出现之日起 ,就构成了对传统的书写史学的挑战。

其肇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在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急剧转换的年代 ,人们需要一个了解、认识与思考

的过程 ,这就在变化的时代性转换与人的认识之间产生了“时间差”。当上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家

还沉湎于档案馆 ,从灰尘扑面的文献中爬梳史料的时候 , 1895年电影发明了 ,从此 ,人类开始

从静态的文字文化进入动态的图像文化。这是一种可供观赏的视觉文化 ,从最早的无声片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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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最流行的 vcd镭射光碟电影 ,人们跨入了一个不受时空限制交换情报的多媒体时代 ,感受到

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新天地。从文字文化进入这种形式的图像文化 ,其意义及对人类深远的影响

也许并不亚于从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发明。对于这一重大的文化转型 ,许多人是准备

不足的 ,当历史学家仍以往昔的史学观念与方法来观察影视史学这一新学科时 ,两者的巨大落

差与失衡是可以想见的 ,历史学的滞后性更是加大了这种差距。

其次 ,从表现形式来看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的明显区别在于传达的媒体的不同:书写史

学依赖书写文字以反映历史 ,而影视史学则是影视技术与历史学科相交融、相嫁接的产物 ,它

借助现代影像与音响技术以表现往事。 由于影视史学引入了影像与音响 ,这种视听思维的文

化 ,改变了人们长期来使用的文字训练与文字语言的线性思维的平面模式 ,正如论者所云 ,“它

的直捷性 ,它的具象性 ,它的能指与所指的同一性是文字语言无法比拟的。”①由这种媒体革命

而带来的深刻变化 ,对习惯于用书写形式来研究历史的传统史学 ,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再次 ,随着从文字文化进入图像文化 ,用之于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的思维模式与表达方法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怀特指出: “现代的史家必须自觉 ,分析视觉影像时的`解读’方法和研读书

写的档案是截然不同的。”他同时又说 ,“选择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事件、人物及某些过程的那

一刻 ,也就决定了一套`词汇’ 、`文法’和`句法’ ”。 显而易见的是 ,影视史学所使用的“词汇”、

“文法”和“句法”是与书写史学大异其趣的 ,由此会引起史学方法论上的革新。譬如对史料 ,传

统史学认为 ,只有官方的档案文献才是最珍贵的史料 ,凭藉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可以写出信

史。现在不同了 ,图像史料便可以列入史料的范畴 , v ideo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

历史研究者也是可以凭藉这些材料 ,丰富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总体了解与认识

的。以此生发开去 ,这种在方法论上的变革 ,将会对史学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最后 ,影视史学的出现 ,也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根据我个人的理解 ,这里所说的

“重新定位” ,大体可包括如下一些内容:如历史学家在如何阐明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与史料的

关系等方面 ,有一个观念的更新与再建的问题 ;在历史研究的范围方面 ,他们发觉应当不断开

拓新的领域 ,把 19世纪传统史学所不屑一顾的许多方面列入史学研究的对象 ,以本世纪 70年

代美国出现的“公共史学 ( Publie History )为例 ,在那里 ,史学研究的范围从协助制定政府决策

到文化资源的管理 ,再到婚嫁、娱乐、饮食、衣着等 ,史学简直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东西 ,一如万

花筒般的现代影视节目那样 ;在史学方法方面 ,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广泛开展 ,为史学变革找

到了突破口 ,尤其是它推动了历史学家研究技术、手段与方法的革新。影视革命是现代技术革

命的直接成果之一 ,这一成果对史学革新 ,尤其是方法上的革新 ,同史学研究借助计算机一样 ,

都将会产生革命性的结果 ,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

以上从影视史学的出现说到了它对书写史学的挑战 ,涉及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然而 ,“历

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 ,从而无所畏惧地迎接来自现实的挑战 ,并满怀信心

地走向未来。”② 倘此论不谬 ,在我看来 ,历史学不管是通过书写的方式 ,还是借助影像视觉的

手段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都是有其相通之处与共同点的。因此 ,无论是《红樱桃》还是《辛德勒

名单》 ,与繁多的用书写形式的二战史作品一样 ,都可以唤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重新认识与评

价历史 ,以作为现实的借鉴与走向未来的启示。

在此 ,有一点需要提出来讨论 ,即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所承载讯息的可靠性 ,或传达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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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广智、张广勇: 《史学 ,文化中的文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16页。
邦雄: 《失衡的图像》 ,载《当代电视》第 69期 ( 1995年 2月 ) ,第 41页。



实性的问题。首先 ,这里有一个史学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弄清 ,历史作品 (包括书写的历史著作与

历史影视片 )能否复原历史 ,亦即如 19世纪法国大史学家米什列所说的 ,历史是过去的复活。

此论实在是自欺欺人 ,即使有人真心这样想 ,也只可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幻。客观的历史是

不能复原的 ,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或历史影视片所要反映的往事之间是有距离的 ,这

两者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近线。影片《人约黄昏》的编导们 ,力求要“重现” 30年代的上海 ,但它所

表现的与 30年代上海的实际 ,只能是一条渐近线。 无怪乎一些批评家说当今重现旧上海题材

的失误 ,批评张艺谋拍的《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的虚假性 ,说: 外婆桥?似乎没摇到。①为什么电

影艺术家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要“重现”旧上海的努力却遭到了如此的命运 ,看来制作者与影评

家都要在这一点上取得共识 ,即:真正意义上的“重现”是不可能的。

况且 ,在这一点上 ,书写史学也具有同样的局限性。怀特说得好: “其实 ,任何历史作品不论

是视觉或书写的 ,都无法将有意陈述的事件或场景 ,完完整整的或者其中的一大半传真出来 ;

甚至于连历史上任何小事件也无法全盘重现。每件书写的和影视的历史作品都一样 ,必须经过

浓缩、移位、象征、修饰的过程。”历史学家的努力只能接近这条渐近线 ,而永远不可能达到它。

毋庸置疑 ,历史影视片如《辛德勒名单》或有其真实原型的《红樱桃》等 ,当然会给虚构和想

象留有广阔的天地。但问题是 ,制作者要表现某一时代的历史 ,就必须在占有大量材料与吸收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具体地弄清影视片所要反映的特定时代的历史 ,乃至各种具体的细

节。影片《红樱桃》的制作过程正是这样:叶大鹰在采访中 ,最初被中共后代在苏联国际儿童院

的经历所感动 ,继而在参观俄罗斯的二战纪念馆时 ,又被馆中展列的人皮纹身图案所震惊 ,终

于找到了演绎这动人心魄故事的切入点。 叶大鹰导演说:在影片中 ,我表现的是我作为中国人

心灵的真实 ,影片依据一个真实的背景 ,故事的所有细节都来自于真实的采访 ,所有的细节都

有它蘸着血和泪的真实的依据 ,如影片中那位德国将军穿的制服就是一件真品。②。

当然 ,我们说《红樱桃》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这种真实不是海市蜃楼式的幻影 ,而是蕴含在

编导者所刻意营造与提炼的艺术真实之中。这并不是说 ,影片中所描述的人物与场景 ,是一种

对生活原型的复制 ;恰恰相反 ,《红樱桃》所要表现的人物及其社会情境 ,都是典型化了的 ,它不

是历史上的人与事的简单再现 ,而是编导赋予这一题材以新的艺术生命 ,从而创造出了高于历

史原型的艺术典型 ,这也正是影视史学所特具魅力的地方。因而评论一部历史剧情片的真实性

与虚假性 ,是看其在特定的时空中所表现的是否符合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 ,亦即特定的历史环

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 ,倘能正确地被传达出来。并被观众所辨识和认可 ,这就是真实的 ,这种真

实感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因而影视史学所追求的艺术真实性与书写史学所追求的历史真

实性 ,在揭示与认识世界的本质及其真实性的问题上 ,是相一致的。其实 ,要求历史影视片完全

逼真 ,就像影片《红樱桃》中要求所有德军都穿上当年的服装 ,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必要

的。总之 ,历史剧情片中的人物是可以也应当被典型化了的 ,它与历史上的人物原型是有区别

的 ,这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从影片《红樱桃》所营造的时代氛围、所刻划的典型人物、所展示

的对战争与人性的共识 ,我们以为它都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3
　　从以上所述论的情况来看 ,史学变革的新时代确实来临了 ,影视史学这一新名词

的正式出现及其传延 ,说明影视史学的时代也的确来临了。

影视史学是繁杂的史学大家族的新成员 ,这个新生儿如果从 19世纪末电影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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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叶大鹰关于《红樱桃》的后话 ,载《上海电视》 (周刊 ) , 1995年第 47期。

见陈思和《外婆桥: 似乎没摇到—从一个失败的例子看旧上海题材的虚假性》 ,载《电影新作》 1995年
第 5期。



之日起 ,迄今也不过一个世纪罢了。 在电影发展史上的默片时代 ,它还不曾引起历史学家的注

意。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影片与历史的关系 ,是到了二战后 ,确切地说 ,影视史学获得历史学家的

注意是在 60年代。此时 ,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人物与解释历史事件的风气日浓 ,自英

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逊在 1966年发表《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① 一文之后 ,“自下而上的

历史学”便成了学界一个专用名词 ,并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亦即“精英史学”相抗

衡。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 ,通过影视所传达的历史意念开始受到了专业史家的真正关注。

特别是到了 70年代下半叶 ,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 ,这次转向基于这样的背景:战后

西方新史学从 50年代勃兴至 70年代上半叶达到了它的全盛期。 但正当新史学家高视阔步的

时候 ,新史学也产生了某些流弊 ,如新史学家为了寻求“结构”与“深层”的历史 ,于是历史著作

中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与环境气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见了 ,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

历史学”② ;历史著作中充满的大量数学公式、数据、图表等 ,不仅在专业史家中鲜有反应 ,而且

更失去了大众社会的广大的读者群。 西方新史学家所崇尚的分析性的史学著作遭到了许多学

者的批评 ,于是从 70年代下半叶开始 ,叙事性的史学著作又开始复兴 ,英国史家劳伦斯·斯通

在 1979年当叙事史兴起的时候 ,就撰文《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 ,断言“新叙

事史”的问世 ,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③不管斯通的见解是否有些片面 ,但毋庸置疑的事实

是 ,叙事体史书在整个 80年代重又得到了历史学家的青睐。这一学术背景与时代氛围 ,对以叙

述性为专长的影视史学的发展 ,无疑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影视史学的勃兴 ,的确是与西方史学中重新复兴的叙事式的文化走向相呼应的 ,这里就牵

涉到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这一历久不息的争论 ,克莱奥到底姓什么呢?史学史的发展

进程告诉我们 ,历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被由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矛盾困扰着 ,有人说 ,历史是

科学 ,不多也不少 ;也有人说 ,历史是艺术 ,一种只能凭想象才能成功的艺术 ,于是从近代 ,尤其

是 19世纪以来 ,西方史学界对此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辩 ,④ 两种意见 ,各执一端。对这一与生俱

来的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争论 ,也许永远不会止息。不过 ,在我看来 ,以下一位历史学家对它的概

括是很精彩的 ,也是可取的 ,他说的是: “理想的历史学 ,应该既有科学性 ,又有文学性 ;应该既

作结构的分析 ,又作事件的叙述 ;应该既是总体的宏观研究 ,又是具体的微观研究 ,总之 ,应是

以上两个方面的完全的结合。”⑤

对影视史学来说 ,它确实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摆在影视制作者面前是双重的工作:一是

确立宗旨 ,寻觅主题 ,这是与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过程中寻求真理与考证方法应具科学性属于同

样的性质 ;另一是将主题通过影视手段表现出来 ,这一过程主要是艺术性的 ,它需要借助虚构

与想象等艺术手段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这与历史学家如何陈述往事有其相通之处。论者云 ,历

史学不仅需要抽象思维 ,寻找规律 ,同时也需要形象思维 ,需要把活生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

物等跃然纸上 ,历史学的这一特点不论在过去或现在 ,都是不会改变的⑥影视史学作为现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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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刘爽《历史学功能的动态结构—兼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 ,载《史学理论经研究》
1996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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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 ,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 1992年增订版 ,第 43～
51页。

载《过去与现在》 ( Past and Present)第 85期 ( 1979年 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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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汤普逊: 《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 ( E· P· Thompson, Histor y fr om Below ) ,《时代杂志文学副
刊》 , 1966年 4月 7日。



视技术与古老的历史学科相交融、相嫁接的产物 ,它可以充当这两者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之

间相互沟通与交融的桥梁。当然 ,影视史学主要是以直观的艺术性的手法传达我们对历史的见

解 ,但它也可以通过声音或旁白等手段来作出分析性的评述 ,它不应也没有必要排斥抽象的分

析性的方法 ,因此主张影视史学并非必定要否定书写史学 ,两者应当互补而不是排斥。 正如美

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所指出的: “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一度互不关联和易

于驾驭的领域和问题彼此交融 ,失去了界限 ,层出不穷……各条道路纵横交错 ,各种身份难解

难分 ,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深广”① ,融合了影视与史学两者之长的影视史学 ,作为一种历史学

研究的新领域 ,它的发展不正是对贝林之论所作出的一条最好注解吗?

由此再稍稍引发开去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 ,我以为 ,历史学大体可以分为“精英史学”和“大

众史学”。②自古以来 ,“精英史学”为当权者所驾驭 ,如西方的传统史学着力要表现的是政治事

件和显要人物 ,书写史学是为这一宗旨服务的 ;大众史学多以口舌相传的形式流行于坊间 ,以

中国古代的大众史学而论 ,那些视觉感极强的画像、砖石、壁画、画册 ,那些声情并茂的俗讲、变

文、词文、说话、鼓词和戏曲 ,那些富有影响力的口头传闻、话本、小说等等 ,都可以归列其中。③

在西方 ,自荷马时代以来的民间行吟歌手所保留的口述历史以及其他诸多的形式 ,也包涵了很

丰富的大众史学的内容 ,在此不容详述。在这里 ,我需要说的是 ,目下西方学界流行的影视史

学 ,正是大众史学在当代的一种最新表现。 它们在史学的发展史上 ,不管是彼此对立还是互相

渗透 ,就实现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功能而言 ,则都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 ,其实 ,它们应当

是并行不悖且应相互取长补短的。

当今中国大陆学界专业史家多不屑于承担大众史学的传播工作 ,而把它拱手让位于文学

艺术家 ,不是有大陆五位颇负盛名的小说作家被武则天“一网打尽” ,其中四位就是专为张艺谋

执导的影片《武则天》而写作 ,这种大众史学的非史家化现象与史家的非大众史学化现象 ,我以

为总是不正常的。书写史学家与其等待影片《武则天》上映后说三道四 ,批评它如何违背了历史

的真实 ,还不如拿起你的笔 ,投身到影视史学这一史学的新领域中来 ,而不只是满足于充当“顾

问”而已。影视史学确是很年轻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 ,但我们相信 ,它将拥有广阔的前景与

无限的生命力 ,在影视时代生长的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这种新的学问 ,亦即那种在休闲娱乐之中

传播历史故事及其所负载历史意念的新学科。 的确 ,今天的历史学家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思

维方式去思考史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 ,促进它们的结合 ,促进影视史学的发展 ,唯其如此 ,才能

在未来社会中更充分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而在这一过程中 ,也必将促进历史学家与历史学

自身的变化 ,乃至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和别开生面的新文化景观。谓予不信 ,拭目以待。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责任编辑: 刘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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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的这种分类 ,诸说不一 ,如有“应用历史学”与“基础历史学”之分 ,见蒋大椿《基础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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